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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中的“软计算”	
和贝叶斯语言方法

刘东亮*

内容提要 “法律人如何思考”是学界一向关注但一直没有阐释清楚的问

题。从认知科学角度而言，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心智计算。由于人脑的语言并非

数学语言而是统计性质的语言，并且主要是自然语言，因此心智计算是不追求

精确解、富有灵活性的“软计算”，尤其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软计算体现

为贝叶斯方法和语言方法的综合运用。贝叶斯方法的本质是“用新证据修正

概率”，而概率可通过语言概率（模糊语言值）来表示，心智计算模型因而可以

概括为：软计算 = 贝叶斯法则 + 语言概率。简言之，人类的思维遵循贝叶斯法

则，在认识事物时基于自身经验通常会有一个主观的先验概率之判断（初始置

信度），然后根据新证据提供的信息不断修正调整先验概率而得到客观化的后

验概率（经改进的更全面的置信度），并在后验概率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最终决

策。这种心智计算模型，与法律人的思维过程特别是法官的判案过程高度契合。

关键词 软计算 词语计算 贝叶斯法则 语言概率 法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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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每一门学问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性。凡欲进入法学门径

的人，首先要学会法学的思考方式，从“常人”（普通人）思维转向法律职业人（法官、

律师、法学研究者等）的思维。(1) 故而，全世界的法学院都宣称要教导学生“像法律人

那样思考”。(2)

尽管法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对法律思维的研究非常重要，有关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但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别于普通人，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3) 2013 年前后，中国

法学界曾经针对该问题掀起过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4) 虽然大多数学者对法律思维的

独特性持肯定意见，并概括总结出其独特性的种种表现，如法律思维是规范思维、证据思

维、程序思维等，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否认存在独特的法律思维。(5) 十年前的学术争论至今

仍未停止。近期，有学者指出，“由于法律人思维必然以法律推理为核心，且推理必然是

普遍性的，所以法律人思维不可能是特殊的”(6)，这种观点亦属于否定论。不过，其理由似

有不足，因为法律推理是有特殊性的。受实践理性的支配和实践逻辑的评判，法律推理

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使得其可以归结为著名数学家波利亚所说的“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7)。它与体现人类纯粹理性、适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先验领域的普通形式逻

辑之推理有明显区别。当然，科学研究不能像政治民主一样简单地“数人头”，这一问题

孰是孰非，单从肯定论和否定论者的人数多寡上很难遽下结论。那么，如何解开这一长

期困扰法学界的难题呢？

一、从认知科学的进路研究“法律人如何思考”

要回答“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别于普通人”，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律人如何思

考”。而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其上位的、更一般化的问题“人类思维如何

运作”，在认知科学上被称为“上帝最后的秘密”。(8) 近代以来，尽管科学在很多领域取得

了重大突破，但有关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有科学家指出，虽然人类大脑相当

强大，已经把我们送上月球，让我们发现黑洞，认出我们是瓢虫的表亲，但还不足以向我

们清楚地解释自己。我们甚至不清楚“理解”是什么意思。(9) 申言之，科学的发展有一

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凡是研究有关人类本身的学科总是进展缓慢。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

(1) 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 页。

(2) 参见［美］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增订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3) 参见前注 ②，弗里德里克·肖尔书，“序言”，第 1 页。

(4) 参见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14 卷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

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6 期。

(5) 中国学界的否定论者以朱苏力教授为代表，美国学界的否定论者以波斯纳法官（Richard A. Posner）为代表。参见前

注 ④，苏力文；Richard A. Posner, How Judges Thi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48.
(6) 陈景辉：《法律人思维与法律观点》，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2 期，第 184 页。

(7) 参见［美］G·波利亚：《数学与猜想：合情推理模式》，李心灿等译，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序言”。

(8) 参见蔡曙山：《认知科学导论》，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5 页。

(9) 参见［意］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杨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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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大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其间神经科学有很大进步，但整体而言，我

们知道的关于人脑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是一个神经网络系统，而我们对神经

网络还没有充分理解，甚至神经元本身也没有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只是概略地知道，神

经网络由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非线性的信息处理单元，整个

神经网络是一个特大规模的复杂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具有极强的信息处理能力。现在被

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的联结主义网络其实并非真正的神经网络，它们只是多多少少带

有某些“神经的味道”。(10)

由于理解人类的思维特别是法律人的思维相当困难，美国法上曾一度确立针对听

证官员（行政法官）的“不探索决定者的思维过程”之原则。(11) 这种“知难而退”的做

法当然不足为训，到 20 世纪 70 年代，该原则被联邦最高法院放弃而转采“探索决定者

的思维过程”。不过，探索决定者的思维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对外部观察者

而言，传统的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存在天然的不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尤其是，

很多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只是被动听审、偶尔发问，外界很难通过察言观色捉摸透法官的

心思。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将证据证明力的判定交给法官

自由裁量。(12) 其实，不仅对法官和其他法律人如此，更一般地说，人类在思考问题时，那些

“恐惧和梦想中摇曳的脑瓜”(13) 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是如

何产生的，迄今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现有的只是一些可信程度不等的假说。这一

问题 / 领域大概是现代科学这只大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认知科学亦因此而生。

检视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法律推理。法律推理成为研究焦点不难

理解，因为推理是法律实践的核心问题。而且，在认知科学上，“推理”和“思维”这两

个术语也经常互换使用。(14) 不过，法学界对法律推理的研究，侧重于推理的形式（推理的

基本方法及判定推理有效的规则），对推理的本质是什么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不对推

理的本质作深入研究，就无法将法律人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解说清楚。(15)

对推理本质的研究是认知科学关心的主题。认知科学认为，推理是思维这种认知形

式的核心，是心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6)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群），认知科学借助

心理学、信息科学、脑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的知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

(10) 参见［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主编：《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上册），刘钢主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20 页；

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第 5 版），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3 页。

(11)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2-508 页。 
(12)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3 页。

(13) 原文“teetering bulb of dread and dream”，出自美国寓言诗人埃德森（Russell Edson）的《地板》（The Floor）。See 
Russell Edson, The Tunnel: Selected Poems, Oberlin College Press, 1994, p.87.

(14) 参见［美］凯瑟琳·加洛蒂：《认知心理学》，吴国宏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9 页。

(15) 有学者认为，有关的争论“根子出在法律人思维的含义上”，语义理解上的分歧造成了“论战陷入僵局”，这也是其未

对法律推理的本质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毕竟其着眼点是“认真对待思维和观念的差异”，最后的落脚点也是“法律

观点”。参见前注 ⑥，陈景辉文，第 185、188 页。

(16) 参见前注 ⑧，蔡曙山书，第 406 页；［美］平克：《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郝耀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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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如何运作以及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智（心智的反向工程）。(17) 反观法学界对法律人

思维的研究，则是“法教义学和现实主义法学之间、规范法学理论和社会法学理论之间

的差异比较问题……是关于‘规范法学’和‘社科法学’的比较和讨论”(18)，其中鲜有自

然科学的参与。而缺失自然科学的视角，没有自然科学这种已为实践证明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非常有用的方法，对法律人思维的研究肯定是不充分的。波斯纳

在其《司法反思录》一书中想要表达的就是：在所有可用的知识和成果中，除了社会科

学，法律更需要自然科学。(19)

不过，必须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无法完全照搬适用于法律领域。众所周知，

理论、实验和计算是自然科学的三种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实验方法，特别是广受推崇

的随机对照实验（RCT），受制于成本过高或者伦理因素，很难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包

括法律领域。(20) 因此，本文主要借助“理论”和“计算”两种方法展开对法律人思维的

研究。“理论”主要指自然科学领域久经考验而积累沉淀下来的“硬知识”，如贝叶斯

法则、模糊逻辑理论等。这里的“计算”，并非算术意义上的加减乘除，而是计算科学

（computing science）意义上的计算，是描述和变换信息的算法过程（必要时利用计算机

进行模拟）。(21) 简言之，我们将在认知科学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行阐释人

类的一般心智计算过程，再结合实证调查取得的相关数据，综合运用理论和计算方法，对

法律人的思维过程进行解析。

二、人类心智是受心语和概率约束影响的软计算

根据认知科学的理解，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心智计算（mind computation）。(22) 与计算

机的计算是追求精确解、易于数学建模的“硬计算”（hard computing）不同，人类的心

智计算是一种“软计算”（soft computing）。软计算缘于人类的思维需要借助语言—— 
 

(17) 参见前注 ⑯，平克书，第 22-24 页。

(18) 前注 ②，弗里德里克·肖尔书，“译序”（孙笑侠作），第 2 页。

(19) 该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司法带来的“复杂性挑战”。See Richard A. Posner, Reflections on 
Judg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 尽管如此，近年来运用实验方法分析法律实施效果和司法决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如，康奈尔大学拉林斯基等人通过

实验证明情感因素会对法官的决策产生关键性影响。See Andrew J. Wistrich, Jeffrey J. Rachlinski & Chris Guthrie, 
Heart versus Head: Do Judges Follow the Law or Follow Their Feelings, Texas Law Review, Vol.93:855, p.855-912 
(2014)；李学尧、刘庄：《矫饰的技术：司法说理与判决中的偏见》，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 2 期；唐应茂、刘庄：

《庭审直播是否影响公正审判？——基于西部某法院的实验研究》，载《清华法学》2021 年第 5 期。不过，亦有学者

指出，实验方法可能带来伦理危机。参见葛琳：《从理念到技术：在司法领域中运用实验方法的局限性》，载《清华法

学》2011 年第 6 期。

(21) 参见赵致琢：《计算科学导论》，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 页。

(22) 主流认知科学把“计算”理解为“心理表征的转换”。据此，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心智计算。参见［加］保罗·萨伽德：

《心智：认知科学导论》，朱菁、陈梦雅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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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是“心理语言”（Mental language）或“心语”（Mentalese）。(23) 而“心语”主

要是自然语言，天然具有模糊性特征，人类的心智计算因而是寻求近似解、富有灵活性

的“软计算”。申言之，软计算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基本单位“词语”进行的“词语计算”

（words computing），它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方法。

除了语言方法，“软计算”还需要借助概率论上的贝叶斯方法。“计算机之父”

冯·诺伊曼曾经指出，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如果要描述任何真正复杂的情

况而不依赖公式和数字，是极其困难的。但人类神经系统对精确度的要求并不高，人脑

的语言并非数学语言，而是统计性质的语言。(24) 现代认知科学亦发现，人脑进行信息处理

的主要类型是多元变量统计。也就是说，概率是思维不可或缺的工具。(25) 特别是，在现实

生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面临的真实决策情境都属于信息不完备状态（法律领域

尤为典型），而处理信息不完备造成的不确定性问题，概率论的其他方法（如古典概型或

者频率论概率）都无能为力，只能适用贝叶斯方法。因而，人类的心智计算是贝叶斯方

法和语言方法的综合。

（一）软计算的语言方法：通过语言概率进行词语计算

通常，当我们遇到“计算”一词时，首先会将其理解为算术意义上的计算，即数字的

加减乘除。但是，数字计算并非人脑擅长的工作方式，当然也不是人类心智计算的首选。

人们普遍认为数学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有对数学的恐惧感（数学焦虑症），只有极少数数

学家才认为“生活很复杂，数学很简单”。(26)

1965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扎德发表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模糊集》一文，揭开了模糊逻辑理论的序幕。(27) 之后，扎德又撰写了有关语言变量

及其在近似推理中应用的一系列论文，倡导使用语言方法分析复杂的人文系统。(28) 扎德

指出，人文系统的复杂性排除了运用常规数学方法（不管是否借助于计算机）分析的可

能。这一判断基于“不相容性原理”：随着系统复杂度的增加，对其作出精确且有效判断

的能力相应递减，直至一个阈值，此后，复杂性、精确性与有效性不能共存。(29) 这意味着，

对于复杂的人文系统，我们可做的，只能是借助语言方法或使用更复杂的模糊数学，运用

近似推理给出近似值。

语言方法的核心概念是“语言变量”。所谓语言变量，是以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中

(23) See Jerry A. Fodor,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Inc., 1975; ［美］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

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8-59、73 页。

(24) 参见［美］冯·诺伊曼：《计算机与人脑》，甘子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1-77 页。

(25) 参见前注 ⑯，平克书，第 116、303 页。

(26) 参见［英］郑乐隽：《数学思维》，朱思聪、张任宇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3 页。

(27) See L. A. Zadeh,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Vol.8:338, p.338-353 (1965). 
(28) 人文系统（humanistic system）是相对于机械系统而言的。人文系统受人类的判断、感觉或情感影响较大，如经济系

统、政治系统、法律系统等都属于人文系统。单个的人及其思维过程也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系统。See L. A. Zadeh, The 
Concept of a Linguistic Variabl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pproximate Reasoning I,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8:199, p.200 (1975).

(29) See L. A. Zadeh, Outline of a New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ystem and Decision Processe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Vol. SMC-3(1):28, p.28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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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而非数字为变项的变量。一般来说，文字不如数字精确，这是其缺点，但从另外一

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其优点，因为语言变量可以提供一种近似的表征方法，表示那些太复

杂或定义太不完善而无法用数字精确描述的现象。例如，形容词“漂亮”是对人的复杂

外貌特征的概括，“漂亮”是一个语言变量，其值构成一个模糊集合，诸如“很漂亮、相

当漂亮、非常漂亮、极其漂亮”等即是“漂亮”的值，它们是“很、相当、非常、极其”等

修饰语（语言算子）在“漂亮”的模糊集上运算的结果。

语言变量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为定义语言概率提供了基础。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包

括在法律领域，我们对某事件可能发生或者可能不发生的不确定性的猜度，可能是下述

模糊语言集中的某个元素：

{ 完全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基本不可能，不太可能，或多或少可能，完全不

确定，有可能，很可能，非常可能，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 }

这一关于“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是本文基于扎德的模糊集合理论所作的一个创

造，后文将用以分析法律程序中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模糊

语言集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无穷元素集，就像白光由七种颜色组成但七种基础颜色中间

还有过渡色一样，它们是连续变化的光谱。不过，将这个模糊语言集简化为包含 11 个元

素的离散的有限元素集，已经足以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可能性的判断问

题。因为这 11 个元素可以将可能性的概率值范围从 0 至 1 分隔为 10 个区间，最大程度

上做到各种场景所需要的精细化。对人类的心智计算而言，再作进一步细分已无太大必

要。凯恩斯曾指出，我们很难分辨 72% 的概率与 68% 的概率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在

制定决策时，我们很少需要知道某事件的精确概率值，能够为事件的概率排序已经足够

了。(30) 尽管我们有时会尝试使用“…60%，70%，80%…”等概率数值对可能性进行量

化，但这样的数值其意义更偏向于词语（并能找到对应的模糊语言值）。也就是说，在我

们的思维活动中，数字计算并不普遍，除非我们需要精确地描述某一事物，否则不会使用

数学语言。

与上述关于“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相类似，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好”“坏”“漂

亮”“糟糕”等各种描述事物状态的语词，也都是以该变量构成的模糊语言集中的某个

模糊语言值作为心智计算的基础。这就意味着，用语言变量表示的概率可以取代数值化

的概率，从而使人类心智运用语言方法进行概率推理成为可能。

（二）软计算的概率方法：以贝叶斯法则为基础的概率推理

作为统计学的基石，概率论的历史并不长，从 17 世纪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费马等人

对博弈游戏的研究方才开始。但概率论发展至今已相当成熟，它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表示

(30) 参见［美］戴维·萨尔斯伯格：《女士品茶：统计学如何变革了科学和生活》，刘清山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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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有力工具。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类

根据经验法则获得的很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掌握了度量不确定性的方法之后，

不确定的知识就可以转化成可用的知识。易言之，一旦可以用概率方法度量不确定性，

我们就能找到驾驭不确定性的途径，从无序中寻找有序，从混沌中寻找方向。这种新的

思维工具将人类从祭司和巫师手中解放出来，不再听任偶然性的摆布。(31)

最早严肃思考在少量信息条件下如何量化不确定性的是英国神学家兼数学家贝

叶斯。贝叶斯认为，事件的不确定性可通过概率分布来描述。首先，我们根据主观判

断或过去的经验对这个概率分布作一个猜测，称为“先验分布”；然后根据新证据提

供的信息，修正调整最初的猜测而得到概率的“后验分布”。在贝叶斯辞世两年以后

才公开发表的论文《机会学说中一个问题的解》提出的这一思想，被简化为“贝叶斯

公式”：P（A|B）=P（B|A）*P（A）/P（B），亦称“贝叶斯法则”或“贝叶斯定理”。(32)

它告诉我们有了新证据时如何更新最初的概率猜测。

在贝叶斯之前，人们长期把概率理解为“频率”。频率主义者认为，概率就是某事件

在长期重复试验中发生的相对频率。例如，我们连续两次抛一个硬币，可能是正面朝上

两次，也可能是反面朝上两次。但是，如果我们无限次地抛硬币，正面朝上的频率会趋近

50%。频率主义者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是，随机事件的发生，存在一个真实的、客观的概

率。在有足够多数据的情况下，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会无限接近这个真实的、客观的概

率。求证客观概率的频率法，不仅在试验上被验证，在数学上也被证明，此即我们常说的

“大数定律”。频率主义的优点是，它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法定义和测量概率，不受个人

偏好的影响。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能测度非重复事件的概率，特别是法律领域中

既已发生的事实。与之相对，贝叶斯方法则弥补了频率主义的这一缺陷。贝叶斯方法将

概率理解为“置信度”，是我们对不确定性事件怀抱的信念的程度。这种解释的优点是，

它让我们可以为只可能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非重复事件给出概率。

贝叶斯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迭代。贝叶斯方法不是推理一次就宣告结束，它是

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每获得一个新信息就进行一次推理，得到一个新的判断。下一个

新信息，要么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要么削弱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对先前的判断进行调

整。这样不断微调，慢慢地结论会和真实状况越来越接近，此即贝叶斯方法中的“意见

收敛定理”。(33) 而且，贝叶斯方法很适合仅有少量证据而信息不充分的情境。如果有大量

数据和相对较弱的先验信息，一目了然的数据结构能适用经典统计学方法，就无须强调

贝叶斯方法。但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完备信息是常态，信息充分的情况只是个别

和例外（法律领域尤其如此）。因此，贝叶斯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适用空间，这使

得贝叶斯方法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知识哲学。

(31) See C. R. Rao, Statistics and Truth: Putting Chance to Work,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997, p.54.
(32) See Thomas Bayes, An Essay towards Solving a Problem in the Doctrine of Chanc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53:370, p.370-418 (1763).
(33) 参见［英］吉利斯：《概率的哲学理论》，张健丰、陈晓平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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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方法的本质可以概括为：“用新证据修正概率”。(34) 根据新证据提供的信息不

断修正调整最初的概率判断，听起来似乎很普通，但却在不经意间深刻揭示了人类的思

维过程，贝叶斯公式正是对这种复杂思维过程的数学描述。正因为如此，数学家黄黎原

称贝叶斯公式为“智慧方程”，并认为它是数学中最优美的等式，人类的理性也可以归结

为贝叶斯公式的运用。(35)

三、法官的软计算是贝叶斯法则和语言概率的结合

很多学者指出，心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问题，我们还不确切知道人类对信息

进行变换的计算模型是什么。(36) 在前述认知科学和软计算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人

类的心智计算模型概括为“软计算＝贝叶斯法则 + 语言概率”。简言之，人类思维遵循

贝叶斯法则，在认识事物时基于自身经验通常会有一个先验判断（用语言概率表示的初

始信念），然后根据证据提供的信息不断修正、调整先验判断而得到客观化的后验判断，

在后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最终决策。这种心智计算模型，与法律人的思维过程特别是

法官的判案过程高度契合。

（一）“初始判断”的形成与贝叶斯法则的运用

法律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弗兰克在 1930 年提出，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会先有一个“或

多或少模糊形成的结论”，然后从这个结论出发，寻找能证实该结论的前提。如果不能发

现令人满意的论证，他就会放弃该结论转而寻求另一个结论。(37) 由于这种观点与传统的

三段论审判法不一致，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抨击。不过，弗兰克的观点有一定的心理学和

实证研究基础（他曾担任律师并在后来出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故而受到很多法官出

身的学者的认同。与弗兰克同一时期的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哈奇森声称，

法官出于直觉产生的“预感”是将待决问题和最终裁判连接起来的电火花，在晦暗不明

的司法路口，照亮了前进的方向。(38) 作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先驱，霍姆斯大法官亦在早前的

“洛克纳案”中明确指出，“一般命题并不决定案件。具体决定取决于比任何言辞表达

的大前提都更微妙的判断或直觉”(39)。这几位法官所说的“模糊的结论”“司法预感”“微

妙的判断或直觉”等，或可认为是贝叶斯方法中“先验概率”的不同表达。

不过，声称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初即有“模糊的结论”，这一说法需要修正。受弗兰克

的影响，很多人，无论是法律现实主义的赞成者还是批评者，都将这一说法概括为“结论

(34) 这里的“新证据”并不是上诉意义的新证据，而是指次第出现的证据。

(35) 参见［法］黄黎原：《贝叶斯的博弈：数学、思维与人工智能》，方弦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27 页。

(36) 参见史忠植：《心智计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 页；［美］彼得·丹宁、克雷格·马特尔：《伟大的计算原

理》，罗英伟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 页。

(37) See Jerome Frank,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49, p.100. 
(38) See Joseph C. Hutcheson Jr., The Judgment Intuitive: The Function of the “Hunch” in Judicial Decisions, Cornell Law 

Review, Vol.14:274, p.274-288 (1929).
(39)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76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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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理由而存在”。(40) 事实上，根据贝叶斯方法，这种“结论”并非真正的结论，而仅仅是

一种初步的、模糊的认识。从贝叶斯视角来看，即使将其称为法官的“先验判断”，它也

并非纯粹的先验。基于贝叶斯方法的迭代性，所谓的“先验判断”是法官在长期的法学

教育和审判实践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后验判断”，它只是在司法程序的某个特定环

节被称为“先验判断”。正因为如此，波斯纳认为，弗兰克所说的“模糊的结论”实际上

是一种“司法前见”。他同时坚称：“法官都是贝叶斯主义者（Bayesians），尽管他们大多

数人从未听说过贝叶斯定理这个词。”(41)

至于哈奇森所说的“司法预感”，这种听起来有点玄乎的说法更难为现代科学所接

受。或许，更相宜的称谓是“初步认识”或“初始判断”。按照现代认知科学理论，人脑

是一个天生的贝叶斯计算器，直觉是一种快捷的概率计算方法（快速的认知过程）。在

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我们凭直觉能快速计算很多事件的

概率。只不过，最近几百年来，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生存环境的变迁，导致我们根据直觉

作出判断时，准确性越来越差。(42) 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依靠直觉进化出了“模式识别”的

能力，即对特定物体、事件或场景进行分门别类，并从最初的“可以捕猎”和“必须逃跑”

两种简单模式（生存模式 / 危机模式）发展出大量的模式分类。现代认知科学发现，模

式识别是人脑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是使用存储的记忆作出反应。大脑皮层通过记忆、

反馈，形成恒定表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建立并存储一个有关世界的模型。在特定的

场景中，在外部信息的刺激下，人脑通过自联想记忆唤醒过去存储的模型解决当前的问

题。(43) 申言之，当法官遇到一个案件时，总是先进行回忆，从记忆的案例库中找到一个与

当前案件相似的案例，然后把该案例的知识复用到目标案件的求解之中。这一过程，实

际上就是认知科学所说的“模式匹配”，(44) 起初不一定具有实质性结论，而只是案件模式

的识别、提取和比对。

2023 年 10 月，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对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西

安市人民检察院（后者主要针对有过法官职业经历的检察官）三家机构进行了调查。该

调查针对法官的审判思维设计了问卷，旨在考察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使用的心理语言和

内心确信程度，并探索可能的量化数值区间及其对应的语言概率。问卷设计将法官的审

判思维分为四个维度：“待证事实存在可能性”“内心确信程度”“证明标准的概率值表

述”“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内心确信程度的对应关系”，每个维度设置有从 0 到 100%
的量表设计。调查共发放问卷 118 份，回收问卷 118 份，有效问卷 82 份（后文的图 1 和

图 2 即为调查结果的图形化表示，两图也同时参考了美国法官对证明标准概率值表示的

(40)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5 页。

(41) See Richard A. Posner, supra note 5, 11, 72.
(42) 参见刘嘉：《刘嘉概率论通识讲义》，新星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7 页。

(43) See Jeff Hawkins & Sandra Blakeslee, On Intelligence: How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Will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Truly Intelligent Machines, Times Books, 2004, p.72-119. 

(44) 参见前注 ⑭，凯瑟琳·加洛蒂书，第 27、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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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调查）。调查发现：法官在接手一个案件时，通常“先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在正

式开启审判程序之初，他们尚说不清楚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究竟是什么；这种感觉或

认识从何而来，也难以完全解释清楚，但法官们承认，这可能与他们过去的审判经验有关。

既有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贝叶斯方法中的先验概率（或称先验认识），实际上是认

识主体在某次试验或者观察之前形成的经验积累的表述。(45) 法官在接手案件之初得出的

初始判断大抵如此。而且，审判经验越丰富的法官越容易形成“正确”的初始判断，尽

管在正式接触证据之前，初始判断是否“正确”没那么重要，但合理的初始判断还是有

助于得出恰当的后验判断，因为合理的初始判断可以避免法官的思维走弯路（思维方向

一旦走上歧途就需要大量证据才能扭转）。荷兰学者拉辛等人对“确认偏差”的研究表

明，如果法官对某个问题抱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就会倾向于支持那些与其先前信念一致

的证据，无视那些相反的证据，从而陷入“认知茧房”。(46) 因而，为了使法官能够合理形成

初始判断，必须确保“回避”“禁止单方接触”等排除偏见的制度得到遵守，以防止法官

被个人偏私所裹挟。贝叶斯定理明确承认，人们固有的观念会影响对新证据的理解。根

据贝叶斯定理，如果参数的先验概率为零，那么其后验概率总为零，不论我们可以从数据

中得到什么信息。易言之，由于最初的感觉太过强烈，不论经验证据多么有力，都很难改

变我们的想法。但只要先验概率不为零，即便是很小，我们也有信心将正确的信息记入

后验分布。(47)

（二）“内心确信”形成过程中语言概率的运用

按照贝叶斯法则，在初始判断的基础上，法官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交的正反两方面的

证据反映的信息，不断修正调整其主观上以语言变量而非数值形式表示的概率性认识，

即对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中某一元素（模糊语言值）的动态选择、修正与

调整，经渐进收敛形成后验判断，其最终落点的心理映射即法官的“内心确信”。这一动

态认知过程可用图 1 表示如下：

完全不
可能

完全不
确定

有可能 很可能 非常可能 极有可能 几乎可
能肯定

排除合理怀疑

实质性证据高度盖然性优势证据有合理怀疑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几乎不
可能

基本不
可能

不太
可能

或多或
少可能

图 1 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之光谱及对应的证明标准

(45) 参见张连文、郭海鹏：《贝叶斯网引论》，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序言”，第 2 页。

(46) See Eric Rassin, Anieta Eerland & Ilse Kuijpers, Let’s Find the Evidence: An Analogue Study of Confirmation Bia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Vol.7:231, p.231-246 (2010).

(47) 参见［美］古特蒙德·艾弗森：《贝叶斯统计推断》，贺光烨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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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对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认

识，二是将其与法定证明标准进行对照和比较。

1. 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模糊语言值的选择

如前所述，法官对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认识是一种心智计算过程。受人类“心语”

的约束和影响，这种心智计算是通过语言方法借助语言概率完成的。

事实上，在法官的头脑中，存在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虽然多数法官

对此不一定有自觉的意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模糊集合理论，将其心理语言库中使

用的关于可能性的各种概念和语词，经抽象而概括为一个模糊语言集：{ 完全不可能，几

乎不可能，基本不可能，不太可能，或多或少可能，完全不确定，有可能，很可能，非常可

能，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 }。该集合中的 11 个元素，分别对应 [0,1] 中的 11 个概率值

（如图 1 所示），从而把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概率分为 10 个区间，以方便作为外部观察

者的我们“透视”法官的心智计算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该模糊语言集的实际构成，或者说集合中包含多少个元素，与法官个

体的词汇丰富程度有关。在理论上，该模糊语言集是一个连续的、无限元素集，我们根据

实际需要将其简化为一个离散的、有限元素集。根据前述对西安市三家司法机构的调查，

没有法官另外提出超过这 11 个元素的其他模糊语言值。人类心理语言的词汇容量肯定

是有限的。

根据扎德的模糊逻辑理论，在图 1 所示的模糊语言值对应的概率数值问题上，“完

全不可能”的概率值为 0，这种情形在法律实践中虽然少见但确有存在。待证事实 100%
确定发生，即概率值为 1 的情形也较为罕见（“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犯罪”等藐视法

庭罪中或许存在），由于其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做不到，也并非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目

标，因此可用“几乎可以肯定”的模糊语言值来表示。概率值 0.5 对应的模糊语言值则

为“完全不确定”（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势均力敌）。此外，“几乎不可能、基本不可能、不

太可能、或多或少可能、有可能、很可能、非常可能、极有可能”等模糊语言值分别有对应

的概率数值。

需要注意的是，除“完全不可能”外，各模糊语言值对应的用数值表示的 [0,1] 中的

各概率值，系根据模糊截割理论取截集并选择适当的阈值而得出，(48) 其目的是将判断结果

非模糊化，以便在最后阶段对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给出确定的答案（不能作出“莫须有”

的判断），故各个模糊语言值对应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点，而是一个区间。实际上，我们

很难分辨 72% 的概率与 68% 的概率之间的区别。对人类的心智计算而言，非常精确的

区分既无必要，亦无可能。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所提供的信息，不断地在内心加加减减，

以计算案件事实的可能性最接近哪个模糊语言值，最终选定的模糊语言值即案件事实可

能性的“后验判断”。这一过程，如同使用心智对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之光谱的扫描。

(48) 关于模糊截割理论，参见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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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描过程中，法官需要不断将待证事实可能性的落点与法定证明标准相对照，以确定

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法律对特定诉讼类型证明标准的要求。

2. 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证明标准的比较

与少有对法官心智计算的研究不同，学界对证明标准的研究非常丰富且相当成熟。

这就给我们理解法官如何将案件事实可能性与法定证明标准进行比较提供了便利。

对同样属于模糊语言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优势证据”“高度盖然性”

等）和前述 11 个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语言值进行比较，法官可以但通常不会采用量

化的方法，因为词语计算完全可以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不过，对外部观察者来说，借助合

理的量化方法更容易理解其比较过程。

众所周知，各国刑事诉讼多奉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根据早前纽约东部地区法

院法官对其同僚的调查，“排除合理怀疑”的概率表示均值约为 0.8567。该院法官选择

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概率表示，最高值为 0.95，最低为 0.76，但以选择 0.85 的居多。(49)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取值为 0.5 以上。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高度

盖然性”标准稍弱于但接近 0.7（与统计学上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强相关”值非常接

近）。(50) 当然，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通常根据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权益大小进行灵活调

整，并非一成不变，因此，证明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区间范围，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点

值。图 1 中的五个圆圈所表示的，正是五种法定证明标准的概率值区间范围。根据对西

安市三家司法机构所作的调查，我国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概率表示，最高值为 1，
最低值 0.65，均值为 0.8883。与美国法官相比，我国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概率表

示均值稍高，且两端的极值均超过美国法官。这种差异有无特殊意义，或可另行研究。

需要单独说明的是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实质性证据”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

规定的行政程序（包括司法审查）的一般证明标准，该标准与我国诉讼法学上的“确实

充分标准”类似。我国学者提出，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当打破原来的“证据确凿”的

一元化证明标准，根据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权益大小，采取高、中、低的三元化证明标准体

系：“排除合理怀疑”“确实充分”“有合理怀疑”。其中，“确实充分”作为一般的证明

标准，其概率值为 0.7 左右。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对当事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亦应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紧急情况下，行政机关

采取留置盘问、临时检查等即时强制的证明标准为“有合理怀疑”，对应的概率值为 0.25-
0.4 左右。(51)

当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开示完毕，随着法官的心智计算过程，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会从

(49) See C. R. Rao, supra note 31, 175-176. 另据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调查，美国法官对

“排除合理怀疑”的概率表示，基本上是 0.75-0.95 之间的一个数值（具体数值因人而异），陪审团的量化表示与此相似。

See Richard Posner, Frontiers in Leg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7.
(50) 参见刘东亮、闫玥蓉：《大数据分析中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第 30 页。

(51) 参见马怀德、刘东亮：《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第 4 卷），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1 页；

胡建淼等：《行政诉讼证据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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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模糊认识状态，逐渐收敛至一个特定的模糊语言值（后验判断）。该模糊语言值

的落点，是否落在特定诉讼类型的法定证明标准所属的区间，可在图 1 所示的可能性的

模糊语言集之光谱上清楚地呈现。此时，“内心确信”自然形成，法官能够明确作出案

件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判断。

3. 法官内心确信形成时的动态变化过程

由于法官的内心确信是关于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模糊语言集中某一元素的心理

映射，其形成的动态变化过程还可用图 2 表示：

可
以
确
定

高
度
可
信

或
有
可
能

合
理
怀
疑

心
证
微
弱

完全不可能 基本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不太可能 完全不确定 很可能 极有可能
1  X

Ca

b
0

1 Y

或多或少可能 有可能 非常可能 几乎可以肯定

图 2 法官内心确信和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关系曲线

不难理解，由于模糊性始终存在，法官将由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法定

证明标准相对照时，会产生内心确信的程度问题。日本学者中岛弘道把法官的心证分为

四个等级：第一级为微弱的心证，第二级为盖然的心证，第三级为盖然的确实心证，第四

级为必然的确实心证。(52) 考虑到行政程序中有时需要适用“有合理怀疑”标准，且在民

事禁令（如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程序中也应当适用“有合理怀疑”标准，(53) 因而，

有必要在其基础上增加一个等级：合理怀疑的心证。

(52) 参见中島弘道『挙証責任の研究』（有斐閣，1949 年）90-93 頁；《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王锡三译，西南政法学院

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 1987 年印行，第 160-164 页。

(53) 参见长文昕娉：《我国民事禁令的扩张及具体规则设计》，西安交通大学 2023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03 页；“韦某某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23）陕 0103 民保令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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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法官内心确信的强弱程度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对应模糊语言集 { 心证微

弱，合理怀疑，或有可能，高度可信，可以确定 } 中的五个元素。参照前述证明标准的概

率值，“心证微弱”的区间约为 0-0.25，“合理怀疑”约为 0.25-0.4，“或有可能”约为

0.4-0.65，“高度可信”约为 0.65-0.85，“可以确定”约为 0.85-1。
当诉讼程序开始，法官确认〔原告主张的〕案件事实“完全不可能”存在时，其心

理映射为“可以确定”，法官内心确信程度为 1（即图 2 中的 a 点）。随着证据提供的信

息显示，案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有所增强，法官原来的内心确信程度（确认案件事实不

存在的信念度）呈下降趋势，到达 b（0.5,0）点时，正反两方面证据的证明力旗鼓相当，

待证事实存在与否完全不确定，此时，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为 0（法官完全不确定案件事

实是否存在，此即为诉讼法上所说的“真伪不明”状态）。但随着更多的证据提供的信

息显示，案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逐渐占优时，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确认案件事实存在

的信念度）呈上升趋势；到达 c（1,1）点时，案件事实的存在“几乎可以肯定”，此时法

官的内心确信程度为 1。
实践表明，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随着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增强，呈现先降低后升

高的趋势，这使得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法官内心确信的关系近似一条倒钟形曲线。但

由于消极事实和积极事实的证立存在难度差异，对形成内心确信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

该曲线并非（人们常常期望的）优美的对称。图 2 所示的曲线的左侧部分，开始下降幅

度较为平缓，其后则随着事实存在可能性的增强急剧下降。相比较而言，曲线右侧部分

的上升幅度稍显平缓。该曲线左侧部分，与认知心理学上的“希望放弃曲线”高度相似，

其中蕴藏有何规律，值得进一步研究。(54)

需要说明的是，图 2 中的曲线系通过定性 + 定量方法，根据模糊逻辑理论和实证调

查数据，对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和法官内心确信程度分别取模糊语言值及对应的概率数

值，利用计算机 Python 程序，采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得出。其数学表达式为：

n
y = ∑  aix

i

i=0

其中，ai 为系数（常数），x 是自变量（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n 是多项式的次数。

经多次多项式拟合，研究发现 n 为 18 时较为贴近法官内心确信的动态变化过程。

（三）个案规范的反馈式生成和控制论原理的应用

实际上，法官在将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与法定证明标准相对照、比较的过程中，还涉

及案件事实与实体规范的“相互接近和交互澄清”，这一过程既是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

也是个案规范的发现和证立过程，其中明显有控制论原理的反映。

控制论原义为“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控制论的核心概念是“反

(54) 心理学上的“希望放弃曲线”表明：人们对希望的放弃一开始下降缓慢，之后则加速下降。这提醒我们，不要过早放

弃希望，在前半段时间，你只需要放弃全部希望的 1/3。参见［美］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

关系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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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反馈是指信息的传递和返回。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条件，并通过信息的不断

反馈，使事物沿着可能性空间内某种确定的方向发展，即形成控制。(55) 控制论不仅深刻改

变了自然科学领域，而且还开创了研究生命科学、心理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新思维。控

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指出，法律问题也可以看作通信和控制论问题；法律可以定义为“作

为通信形式之一的语言的道德控制”。(56) 法律问题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限于篇幅，本

文仅简要讨论个案规范的证成。

众所周知，法律适用的过程并不是在案件事实完全确定以后再去寻找应当适用的法

律，传统的涵摄理论已经受到批判。在实践中，法律的获取程序实际上经历了发现和证

立两个阶段。(57) 因为从一个抽象的命令（大前提）直接推论出具体的命令，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58) 以容易理解的“故意杀人”为例，刑法规定了“杀人者死”，但这一条款不一

定能直接适用，因为某个案件的案情或许表明杀人属于“正当防卫”。此时，应当适用的

规范变成了“杀人者死 + 正当防卫”。或许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有证据表明存在防卫

过当的情形，应当适用的规范变成了“杀人者死 + 正当防卫 + 防卫过当”。最终，刑法上

的多个条款在对照特定案件的事实以后经整合而成的具体规范才是应当适用于该案的

法律规范，即“个案规范”。

依德国法学家菲肯切尔之见，个案规范的证成过程是案件事实与实体规范的“相互

接近和交互澄清”。(59) 这一过程即法律人耳熟能详的恩吉施的名言：“目光在事实与规范

之间顾盼流转”。显然，在此过程中，（法官的）大脑作为一个控制和计算的装置，(60) 会不

断地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相关信息进行对照和反馈，直至表达案件事实的概念不能

再作细分、规范也不能再更为特殊化，此即“个案规范”的证成之时。(61)

在个案规范的证成过程中，贝叶斯方法依然在发挥作用。法官使用案件事实提供的

信息，对所发现的实在法上的一般规范进行针对性地修正和调整。只是，在规范证成时，

与贝叶斯方法相结合的语言变量，并非认定事实存在与否时使用的“可能性”，而是描述

事实要素的“情节”“数额”等语言变量，因为这类变量所指向的事实的具体特征对个

案规范的证成有实质性影响。以“情节”为例，实在法上蕴含着一个有关“情节”的模

糊集合：{ 情节显著轻微，情节轻微，〔无特殊情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该集合

中的四个元素是语言变量“情节”的值，每个元素都有对应的法律后果。一个训练有素、

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官，其头脑中亦存在一个这样的模糊语言集。在个案中，法官根据案

件事实的具体特征，运用“轻微”“严重”等语言算子在“情节”的模糊集上进行运算，

(55) 参见［美］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第 2 版），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76 页。

(56) 参见［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1 页。

(57) 参见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第 149-160 页。

(58) 参见［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 页。

(59) 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2 页。

(60) 参见前注 ，维纳书，第 149 页。

(61) 参见前注 ，拉伦茨书，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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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算结果，即对该模糊集中某个元素的选择，影响并塑造最终的个案规范。个案规范

证成之时，也是案件事实确定之时。此时，裁判结论的可能性空间大幅收敛，在诉讼程序

启动之初萦绕于法官心头的那个“模模糊糊的感觉”，终于“掀起她的盖头来”而变得

清晰可见。此刻，涵摄登场，判决落定。

其后，虽然还需要为判决结论寻找理由，即展开法律论证（很多学者所称的“结论

先于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推理环节宣告结束。在欧美法律语境中，法律

推理与法律论证一般不作严格区分（英美法传统更多使用法律推理概念，欧陆传统更偏

好使用法律论证）。究其原因，传统法学多从字面含义上区分推理与论证，不太容易分清

两者的差异，因此两大法系都长期存在将两者混用的情况。我国学界试图将两者区分开

来，但也常常存在混淆。(62) 若从贝叶斯视角来看，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是存在时序关系的

两个阶段，法律推理先于法律论证，界分的节点就是运用贝叶斯方法得出裁判结论之时。

有必要再次强调，虽然法官的思维是一种“计算”过程，但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太

可能采取精确的量化计算方法。不能精确计算是人类大脑固有的局限性。尽管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司法解释，要求定罪量刑时采纳定量分析方法，但这

种定量方法仍然是较为简单的算术加减，并且主要是“模糊综合评判”（最大 60% 以内

基准刑调节比例和调节结果 20% 以内宣告刑的确定）。(63) 申言之，法官运用的主要还是

“软计算”。遵循贝叶斯法则并借助语言方法展开的软计算，才是法律人的真实思维过程。

我们必须尊重人类思维规律，不能强行要求精确的量化计算（按照“不相容性原理”，实

际上也做不到）。

四、结论与展望：科学方法的运用和自科法学的可能

前文指出，尽管现代科学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人类

思维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不过，正如乔姆斯基所言：“即使这个世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

试图理解仍是人性的证明。”(64)毕竟，作为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生物，我们还是可

以根据寻获到的一些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进行合理地猜测。探索这个充满未知和不

确定性的世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猜想与反驳”，试错再试错，这正是科学知识

增长的来源。(65)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是逻辑和想象的融合。(66)

因此，在前代科学巨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软计算 = 贝叶斯法则 + 语言概

率”的心智计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可反驳和证伪的“猜测”。其生命力如

(62) 参见前注 ①，舒国滢主编书，第 222 页。

(6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6 号）。该指导意见要

求，“量刑时，应当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

(64) ［美］乔姆斯基：《我们是谁：乔姆斯基论语言及其他》，余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封底。

(65) 参见［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

(66) 参见周建武：《科学推理：逻辑与科学思维方法》，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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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有待实践的检验，或者说，端视其能否得到法官群体的认可，能否帮助法官实现理论

上的自觉，趋近更合理的贝叶斯司法决策。

在研究法官心智计算的过程中，与本文的最终发现密切相关的，至少还有以下三方

面的重要认识：

其一，贝叶斯方法的运用促成了法律领域中归纳逻辑的演绎化。我们知道，大多数

案件的裁判过程都不是完全演绎性的，但法官们还是喜欢将其判案过程包装成“三段

论”，虽然“他们知道我们知道”。这种策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使用贝叶斯方法对不确

定性进行度量，在已知事件发生结果和发生概率的情况下，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可归结

为演绎逻辑的运用。(67) 也就是说，运用贝叶斯方法，使用证据提供的信息对先验认识不断

修正和调整，后验概率的可能性空间越来越小，最后会得出几乎是必然的结论。这意味

着，司法过程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演绎逻辑的基础。或者说，建基于贝叶斯方法之上的

“概率逻辑”(68) 在法律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确实，可靠的推理不仅仅只有演绎推理，在可

靠性问题上，贝叶斯概率逻辑与演绎逻辑是等价的。(69) 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敏锐地发现：归纳推理、道德推理、政策推理及其他非演绎的法律思维固然在不同

程度上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但它们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演绎推理，并且不得不借助各自与

演绎推理之间的关系而被定位和重新认识。(70) 不过，在我国当下的法律逻辑学理论中，

几乎见不到概率逻辑的踪影，这说明现有的法律逻辑学理论需要重新检视。

其二，贝叶斯网络可以促进法律智能系统的发展与进步。近年来，深度学习（多层

神经网络）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并已经在法律智能系统中得到应用。(71) 然而，应用深度

学习的智能系统并非真正的类人智能，其内部运作的机理如同“黑箱”，与我们对透明性

的追求背道而驰。甚至连“深度学习之父”辛顿在近期的反思中都对作为深度学习基

石的反向传播算法深感怀疑。(72) 最近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法律大语言模型，同样基于深

度学习架构而时常出现“幻觉”（机器根据自己对场景或上下文的“理解”生成虚假内

容）。试问，在法律场景中，这种智能系统如何付诸应用？

无疑，法律智能系统与适用于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智能系统的容错度要求有所不同。

而且，法律智能系统还必须是对人类法律专家智能的模拟。否则，即使其能像上帝一样

作出正确的神明裁判，但如果它跟人类的思维完全不同，我们只能被迫“信仰”其决定

的正确性，这种智能系统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把自己身家性命的决定权，交给一

(67) See C. R. Rao, supra note31, 59-60.
(68) 关于概率逻辑，参见前注 ㉝，吉利斯书，第 27-96 页；John M. Keynes, 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1.
(69) 参见任晓明、陈晓平等：《决策、博弈与认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 页；Colin Howson, Hume’s 

Problem: Induc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Belie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
(70) 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中文版序”（季卫东作），第2页。

(71) 如广受关注的“206 系统”（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即应用了深度学习算法。参见崔亚东：《人工智能与

司法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8 页。

(72) 参见［美］盖瑞·马库斯、欧内斯特·戴维斯：《如何创造可信的 AI》，龙志勇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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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跟人类思维不同的“物种”。因而，研发可信赖的法律智能系统非常重要。尤其是用

于司法裁判的智能系统，必须是类人智能和类脑计算。而探索法律人的心智计算，除了

要回答那个长期困扰法学界的难题“法律人是如何思考的”，其意义也正在于此。研发

法律智能系统必须先梳理清楚法律人的心智计算。可以合理预见，在贝叶斯方法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贝叶斯网络，将是智能裁判系统的主要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73) 研发这种可

信赖的法律智能系统，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需要从科学、法学和人文等多个维

度进行探索。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贝叶斯网络进行法律因果关系的推断，离不开法律

人的深度参与。(74)

其三，能否叩开“自科法学”之门？与前述两个命题不同，这里只是一个谨慎的提

问。(75) 实际上，在“法律人如何思考”这一问题产生时，并没有给自己先验地打上“规范

法学”或“社科法学”的标签。虽然法律人大多“不喜欢”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但

是，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面临越来越多复杂性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法律人根本没有

“躺平”的机会。汉密尔顿法官指出：“法律必须适应日益为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社会生活。

对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的任何之一，法官和律师都没有成为功能性文盲的福分。”(76) 因

而，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是时代赋予法律学人的责任。申言之，法

学研究决不能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把自身限定为“社会科学”，而应当勇于突破学科藩

篱，凡可使用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知识皆用之。

当然，使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并非如鱼得水、轻松自如，而是面

临许多实际的困难。因为对法律人来说，对科学方法从陌生到熟悉肯定有一条不短的学

习曲线。(77) 仅以计算方法为例，莱布尼茨毕生心怀希望，想发现一种万能算学，能用计算

代替思考。不过，他同时指出，“对概率的估计在法律领域非常有用，但精确的计算是不

可能的”(78)。这或许亦说明，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在法律领域，“软计算”才是比较可行

的出路。而对于软计算的研究，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对自科法学作一个简单的勾勒。自科法学可能呈现这样几项特

征：（1）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在法学领域埋头耕作的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学家，也不

(73) 1988 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家珀尔（Judea Pearl）将贝叶斯网络引入人工智能领域。这种有向无环概率

图的模型方法，可以有效进行多源信息表达与融合，具有强大的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See Judea Pearl,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in Intelligent Systems: Networks of Plausible Inference,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88. 

(74) 贝叶斯网络方法功能强大，但尚有短板。利用贝叶斯方法可以计算出两个事件同时存在的条件概率，但不能明确揭示

出它们的时序关系，也就是说，分不清因和果。珀尔后来出版《因果论：模型、推理和推断》一书，旨在贝叶斯网络的

基础上探索因果推断。该书多处使用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例子，但尚未将因果推断问题完全阐释清楚。参见［美］

朱迪亚·珀尔：《因果论：模型、推理和推断》，刘礼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年版。

(75) 国内学者已有关于“自科法学”的讨论，参见左卫民：《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谱系面向：自科法学？》，载《政法论坛》

2022 年第 6 期，第 32 页。

(76) See Richard A. Posner, supra note 19, 54.
(77) 参见葛岩：《法学研究与认知——行为科学》，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 30 页。

(78) John M. Keynes, supra note 68,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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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到处开疆拓土的经济学家，亦有认知科学、系统论和控

制论等领域的科学家的积极参与。 （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法学研究方法不囿于传统

的规范分析，也不止当下颇受推崇的经济分析或实证调查，而是可发掘法治发展演化规

律的科学方法百花齐放、各擅胜场，包括理论、实验、计算和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
Intensive Science Discovery，或称科学的“第四范式”(79)）等。（3）学科分际的模糊化。法

律问题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使得著名的“耶林之问”（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自然消解，“科

际法学”(80) 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Abstract: ‘How do lawyers think’ is a question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alway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but has not been explained clea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human thinking is a kind of mind computation. Since the language of the human 
brain is not mathematical language but statistical language and mainly natural language, 
mind computation is soft computing that does not pursue accurate solutions and has great 
flexibility.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oft computing i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Bayesian method and linguistic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the Bayesian method is updating the probability with new evidence, and the probability can 
be expressed by linguistic probability (fuzzy language value), so the mind computation model 
can be summarized as: soft computing = Bayes Rule + linguistic probability. In short, human 
thinking follows Bayes’ Rule. We revise constantly the subjective prior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according to new evidence information, conclude the objective posterior understanding, 
and then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his mind computation model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lawyers, especially the judgment process of judges.

（责任编辑：赵毅宇）

(79) See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 Kristin Tolle, eds.,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icrosoft 
Research, 2009; 黄萃、陈静、陈惠玲：《第四研究范式：数据驱动下的人文社科研究模式跃迁》，载《中国高校科技》

2021 年第 10 期。

(80) 参见孙笑侠：《论法律科际整合及其对“可靠事实”的探寻》，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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